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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态环境法典》总则编第六条正式将生态优先确立为基本原则，实现了该理念从宏观政策宣示到法典

基本规范的转型，为环境司法衡平生态利益、经济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提供了根本价值遵循。但生态优

先作为内涵具有开放性的法律原则，无明确构成要件与法定后果，其司法适用面临启动边界模糊、利益

衡量基准缺失、裁判说理程式化、适用限度缺乏比例约束等现实难题。文章以《生态环境法典》规范体

系为基础，厘清生态优先原则的法理内涵与体系定位，剖析其司法适用的现实困境与生成逻辑，从适用

前提、利益衡量、比例限度、裁判说理四个维度构建可操作的司法适用标准体系，并配套四项保障机制。

研究认为，生态优先并非绝对优先，而是有条件、可衡量、受约束的顺位优先规则。该标准体系有助于

统一环境资源案件裁判尺度，推动法典基本原则精准落地，为环境司法守护生态安全底线、推进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法治建设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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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ticle 6 of the General Provisions of the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Code formally establishes 
the principle of ecological priority as a fundamental rule, marking a transformation from macro-
level policy declaration to codified legal norm. This provides foundational value guidance for envi-
ronmental adjudication in balancing ecological interests, economic interests, and public social wel-
fare. However, ecological priority is an open-ended legal principle lacking clear elements or specific 
legal consequences. Current judicial practice suffers from practical shortcomings such as ambigu-
ous thresholds for application, a lack of uniform standards in interest balancing, formulaic reason-
ing in judgments, and unregulated boundaries of application without proportionality constraints. 
Based on the normative framework of the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Code, this article defines 
the doctrinal meaning and systemic position of the ecological priority principle, identifies existing 
challenges and their root causes in judicial application, and constructs an operational standard sys-
tem across four dimensions: prerequisites for application, interest balancing, proportionality lim-
its, and judicial reasoning. It further proposes four supporting mechanisms to clarify that ecological 
priority is not absolute but conditional, measurable, and subject to constraints, thus establishing a 
ranked priority rule. These measures aim to unify judicial standards in environmental resource 
cases, ensure precise implementation of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the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Code, and advance the rule of law in safeguarding ecological security and promoting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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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编纂生态环境法典是我国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重要立法成果。《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后
文简称《生态环境法典》)对既往碎片化的环境单行法规范进行体系化整合，形成“总则编、污染防治编、

生态保护修复编、绿色低碳发展编、责任与监督编”五编制体例。总则第一章集中设置六项基本原则，

生态优先位列其中，构成整部法典的价值基石。有学者指出，“生态环境法典的体系化编纂，本质是对

分散环境规范进行范式重塑，基本原则是统领整部法典内部逻辑的核心枢纽。”[1]在法典出台前，生态

优先理念已散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等流域专门立法中，

但 1989 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后文简称《环境保护法》)仅设置“保护优先”条款，

二者内涵边界长期混淆，也导致司法援引杂乱无序。 
法律原则的生命力在于司法适用。近年来，云南绿孔雀预防性公益诉讼案 1、海北藏族自治州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协议司法确认案 2、昆明纸业污染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3等典型案件中，法院已运用

 
1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云民终 824 号。 
2最高人民法院 2022 年 6 月 5 日发布《2021 年度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之“海北藏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海晏县某养

殖示范牧场有限公司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协议司法确认案”。https://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361311.html 
3最高人民法院 2023 年 6 月 5 日发布《2022 年度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之“昆明某纸业有限公司、黄某海等 4 人污染

环境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https://www.court.gov.cn/zixun/xiangqing/40244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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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优先理念作出倾向性裁判，但裁判文书普遍存在援引随意、论证单薄、裁量尺度不一的问题：部分

法官在规则完备的情形下堆砌原则表述，造成原则泛化；面对生态风险预防性纠纷，又因缺乏适用标准

刻意回避原则适用，弱化了生态公共利益的保护力度。 
既有学界研究围绕生态优先原则的司法适用形成了三类代表性观点：第一类为绝对优先说，主张生

态利益具有天然至高性，司法裁判中应当确立生态利益优先于一切经济利益的裁判规则，无需进行额外

利益衡量；第二类为衡平优先说，认为生态优先本质是价值顺位的倾斜保护，需在个案中结合比例原则

开展利益衡量，避免绝对化适用[2]；第三类为类型化适用说，提出应根据生态区域等级、损害程度划分

适用场景，匹配不同强度的优先效力。 
整体而言，现有研究多聚焦生态优先的立法构造与政策内涵辨析，针对法典背景下该原则的系统化

司法适用标准研究仍较为薄弱，多数方案停留在理念倡导层面，欠缺面向司法裁判的可操作规则设计，

难以回应审判实践的现实需求[3]。基于此，本文立足于《生态环境法典》实定法文本，厘清生态优先规

范定位，剖析适用困境根源，搭建层级清晰、步骤明确的适用判断标准，并设置配套运行机制，既防止

生态优先极端化排斥合理经济发展，也避免原则空心化丧失生态保护功能，实现环境司法保护生态与保

障发展的双向平衡。 

2. 生态优先原则的规范内涵与法典体系定位 

2.1. 生态优先原则的概念演进与法理根基 

我国环境法治中生态保护的核心理念，经历了从“保护优先”到“生态优先”的规范升级。2014 年

修订的《环境保护法》第五条确立“环境保护坚持保护优先、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公众参与、损害担责

的原则”，彼时的保护优先侧重于环境污染的事后管控，保护对象局限于人身、财产私益，生态系统本

身仅作为人类发展的依附客体。伴随生物多样性丧失、流域整体性生态退化等系统性生态危机显现，国

家在重大区域战略中提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开始承认生态系统的独立内在价值。杜群在研究中

明确提出，“在自然生态保护领域应当确立‘绝对保护优先’原则，而不能将在环境污染防治和自然资

源保护领域适用的‘相对保护优先’原则机械地沿袭适用”[4]，这一论断精准对应了我国生态保护理念

从“以人类利益为核心”向“尊崇生态系统独立价值”的范式转型。《生态环境法典》将生态优先独立设

为基本原则，完成了概念的迭代升级。 
从法理层面看，生态优先原则具备三重理论支撑。首先是生态法益独立理论。传统私法以人身、财

产等私益为核心保护范畴，生态优先原则的规范前提，在于承认生态系统完整性、生物多样性与生态调

节服务功能构成独立的公共法益，其保护不以人身、财产损害为前提，这也为预防性环境诉讼提供了法

理基础。“生态法益的独立确认，是环境法区别于传统部门法的核心标志，也决定了生态优先原则特殊

的适用逻辑”[5]。其次是风险预防理论。生态损害具有不可逆性、滞后性与累积性特征，重大生态破坏

的修复成本极高，甚至完全无法修复。生态优先要求司法裁判关口前移，在损害实害发生前防控生态风

险，突破传统侵权法“有损害才有救济”的适用逻辑。“预防性救济机制正是生态优先原则在程序层面

的具象展开，用以应对生态损害不可逆的特殊属性”[6]。最后是代际公平理论。自然资源与生态空间属

于代际公共财产，当代人开发利用不得透支后代人的生存发展基础。生态优先通过司法约束短期逐利的

开发行为，统筹代际生态利益的分配。 

2.2. 《生态环境法典》中生态优先原则的规范构造 

《生态环境法典》形成了“总则原则统领、分则制度细化”的双层规范体系，让生态优先摆脱了单

纯的政策口号属性，具备明确的法律规范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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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则层面，《生态环境法典》第六条明确规定：“生态环境保护坚持预防为主、系统治理、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公众参与、损害担责的原则。”该条款兼具解释准则与漏洞填补双重规范功能：一方面，

整部法典的条文解释、行政裁量与司法裁判，均需以该原则作为价值基准；另一方面，在具体规则阙如、

规则冲突或适用结果明显违背生态正义时，可作为裁判论证的规范依据。有学者在环境法典体系建构研

究中提出，“基本原则是环境法典实现内部规范融贯、价值统一的锚点，统领整部法典编纂逻辑与解释

适用路径”[7]。 
分则层面则通过具体条文推动原则落地，生态保护修复编构建了特殊区域与生态要素的双重细化路

径，例如《生态环境法典》第六百九十七条明确“国家坚持生态优先、保护优先、保育结合、可持续发

展，加强对森林生态系统和作为森林重要载体的山岭的保护，发挥森林蓄水保土、调节气候、改善生态

环境、维护生物多样性和提供林产品等多种功能。”将生态优先置于森林资源保护的首位，与保护优先、

保育结合、可持续发展共同构成森林生态保护的基本方针。《生态环境法典》第八百七十条规定“长江、

黄河、青藏高原等重要流域、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及相关工作，应当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因地制宜、

分类施策，统筹协调、科学规划、创新驱动、系统治理。”自然保护地、珍稀濒危物种保护的相关条款，

也均将生态优先作为行政许可审查、项目准入的隐含判断标准。 

2.3. 生态优先原则与法典其他基本原则的逻辑关系 

生态优先原则并非孤立的价值宣示，而是与法典其余五项基本原则形成功能协同、相互制衡的有机

整体。从价值脉络上看，生态优先是贯穿整部环境法典的核心价值导向：预防为主、系统治理分别从方

法论与治理路径层面支撑生态优先的落地，绿色发展是生态优先在经济发展维度的转化路径，公众参与

为其提供社会治理层面的保障，损害担责则形成生态优先的事后救济机制。其余五项原则的制度设计，

均围绕生态利益优先保护展开。 
从适用约束上看，生态优先绝非绝对优先，而是顺位优先，不能无条件排斥所有经济开发活动。当

生态利益与重大国防、民生公共利益冲突时，必须经由利益衡量、比例原则进行调试；仅触及生态安全

底线的核心生态利益，才具备近乎绝对的优先效力。一般生态利益则需要兼顾发展需求统筹协调，避免

司法裁判走向生态中心主义的极端误区。“环境司法不能简单预设生态利益天然至高，必须依托规范化

利益识别与权衡机制划定优先边界，防止价值判断恣意化”[2]。 

3. 生态优先原则司法适用实践与现实困境 

3.1. 生态优先原则司法适用实践概况 

通过梳理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环境资源典型案例与全国环境公益诉讼裁判文书可见，当前生态优先

原则的司法适用主要集中于三类案件场域：其一为环境民事、行政公益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

也是该原则适用频次最高的案件类型。例如云南绿孔雀预防性公益诉讼案，法院依托生态优先与风险预

防理念叫停水电站建设，守护了珍稀物种的原生栖息地。其二为涉及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的行政

许可、行政处罚司法审查案件，法院通常以该原则判断行政行为是否契合生态保护的核心要求。其三是

存在不可逆生态风险的预防性停止侵害纠纷案件。 
在普通私益环境污染侵权案件中，司法实践极少直接援引生态优先原则，这与该原则维护生态公共

利益的规范属性相契合。但整体而言，全国法院对该原则的裁判尺度并不统一，同类案件的援引逻辑、

论证深度、裁判结果差异明显，原则适用的规范化程度严重不足。“法律原则援引混乱、利益衡量无统

一范式，是当前环境公益司法普遍存在的共性问题”[8]。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6.148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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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司法适用存在的现实困境 

首先是适用启动边界模糊，原则谦抑性失守。从规范属性来看，生态优先属于典型的开放性法律原

则，无明确构成要件与法定适用情形，内涵的弹性空间本身就导致启动边界缺乏统一的规范基准，这是

边界模糊问题产生的规范根源。法律原则的司法适用本应遵循“穷尽法律规则”的前置性要求，仅在规

则空白、冲突、适用显失公正或存在裁量空间时方可援引。但实践中呈现出两种极端倾向：一是原则泛

化，在法律规则足以支撑裁判结论的情形下，法官仍将生态优先原则作为冗余的说理装饰，弱化了法律

规则的规范拘束力；二是原则闲置，面对新型生态破坏形态与立法滞后带来的生态风险争议，法官因缺

乏统一适用标准、出于裁判被发改的风险考量，刻意回避原则适用，无法发挥其漏洞填补功能。同时，

理论与实务界对于私益诉讼能否援引该原则，至今未形成统一共识。针对环境类裁判文书的实证研究证

实，当前生态类法律原则援引存在明显的适用泛化与适用不足并存的双重偏差，原则适用的启动边界缺

乏统一标准[9]。 
其次是利益衡量缺乏统一基准，法官裁量主观随意。从现实运行约束来看，生态优先原则的司法适

用深度嵌入地方发展的现实语境，区域产业结构的路径依赖、民生保障的多元诉求、生态保护成本与收

益的空间错配等客观因素，直接影响地方司法的裁判尺度，加剧了利益衡量的区域分化[10]。生态优先适

用的核心是平衡生态公共利益与经济、社会利益，但目前尚无层级化、可落地的利益对比规则。部分法

官片面解读为生态绝对优先，无视合法项目的信赖利益与民生经济价值；部分地区司法受制于地方经济

发展考核，刻意弱化生态利益权重，让生态优先沦为形式化条款。利益衡量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依赖法

官的个人价值判断，导致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现象。 
再次是裁判说理简略空洞，论证逻辑链条断裂。从司法能力层面看，我国多数环境审判法官未接受

法律原则适用、利益衡量与论证方法的系统化训练，缺乏精细化裁判说理的方法论支撑，这是说理空洞

化问题产生的直接技术原因。绝大多数裁判文书援引生态优先原则仅一句话简略带过，普遍缺失三个关

键论证环节：既未说明本案启动原则适用的前置依据，也未呈现多方冲突利益的权衡过程，更未阐明生

态优先导向下裁判结论的推导逻辑。说理的缺失不仅削弱了裁判公信力，也增加了当事人上诉、信访的

概率。“法律原则想要获得适用正当性，必须依托完整精细化的裁判说理，简略化引用本质上属于司法

论证义务的缺位”[11]。 
最后是适用缺乏比例约束，裁判出现极端化偏差。一方面，比例原则在环境司法中的适用规则尚未

细化，法官对适切性、必要性、狭义比例的判断缺乏统一操作标准，司法技术层面的不足直接导致约束

失效；另一方面，地方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的现实约束，也容易倒逼裁判尺度向两端偏移。生态优先必

须受到比例原则的三重限制，但司法实践中两类问题较为突出：一是过度保护，针对轻微生态违法行为，

直接责令企业全面停产、项目整体拆除，未选择整改技改、线路调整等对当事人权益损害更小的替代方

案；二是保护不足，司法裁判以小额罚款替代生态修复，为降低治理成本牺牲生态公共利益，有违损益

均衡的基本法治原则。 

4. 法典视域下生态优先原则四维递进司法适用标准构建 

基于《生态环境法典》的规范体系与我国环境司法的实践基础，本文尝试从适用前提、利益衡量、

比例限度与裁判说理四个层面，构建一套层级递进的司法适用标准体系，形成闭环式裁判逻辑，回应生

态优先原则“何时适用、如何权衡、边界在哪、怎样说理”的核心问题。针对学界“绝对优先说”忽视

发展权益保障的局限与“衡平优先说”裁量标准模糊的不足，本标准体系以层级化利益衡量为核心，以

比例原则为边界约束，既保障生态利益的优先顺位，也避免原则适用的极端化偏差。当然，该标准属于

框架性的裁判指引，实践中仍需结合个案具体情节灵活调整。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6.148225


吴发泉 
 

 

DOI: 10.12677/ojls.2026.148225 15 法学 
 

4.1. 适用前提准入标准优化 

划定适用前提的核心目标，在于消解原则泛化与原则闲置的双重偏差，恪守“穷尽规则方可适用原

则”的司法谦抑底线，明确其案件适用范围与法定触发要件。 
在适用案件范围上，可直接援引生态优先原则作为裁判依据的，限于四类案件：一是环境公益诉讼

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此类案件直接指向生态公共利益保护，与原则的规范属性高度契合；二是涉

及生态保护红线、国家公园、珍稀濒危物种核心栖息地的案件，此类案件关涉核心生态利益；三是存在

不可逆重大生态风险的预防性诉讼；四是重大流域、区域生态保护的专门性案件。至于普通私益环境污

染案件，仅可将该原则作为法律解释的参考依据，不得直接作为裁判规范援引。 
原则适用的启动需满足以下法定情形之一：第一，存在法律漏洞，即新型生态破坏行为缺乏对应的

规范规制；第二，法律规则冲突，不同规范的适用结论存在明显抵触，需借由原则进行价值取舍；第三，

规则适用将导致明显的生态正义悖离，严格适用法条会突破生态安全底线；第四，司法自由裁量场景，

即法条赋予法官裁量空间时，以生态优先作为价值指引。 

4.2. 利益层级衡量标准优化 

利益衡量是生态优先原则适用的核心环节，其关键在于建立层级化的利益排序规则，避免裁量的主

观恣意。本文将生态利益划分为三个梯度，并对相对方的经济与社会利益进行正当性甄别，以此形成具

有可操作性的裁判顺位。 
就生态利益的层级划分而言，第一层级为核心生态利益，涵盖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生态保护红线核

心区、珍稀濒危物种原生栖息地。此类利益关涉生态安全底线，除国家级应急、国防等重大公共利益外，

具有不可克减的优先效力。第二层级为重要生态利益，包括省级生态功能区、重要湿地、流域支流生态

廊道。此类利益优先于普通商业开发利益，若遇重大民生项目需适度限制的，必须配套相应的生态补偿

与修复措施。第三层级为一般生态利益，如城市普通绿地、一般性水体等，不具有绝对优先效力，需结

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综合权衡。 
对相对方的经济与社会利益，需先进行正当性甄别：已依法通过环评、用地审批的合规项目所享有

的信赖利益，应受法律保护，不得径行叫停项目；违法建设项目所主张的经济利益不具有正当性，无需

纳入利益衡量的范畴。同时，不同类型的利益权重存在差异，民生公共工程的利益权重原则上高于普通

商业开发利益。 
在此基础上可提炼出三项基本裁判规则：核心生态利益优先于一切商业利益；重要生态利益优先于

普通商业开发利益；一般生态利益与经济利益发生冲突时，应秉持损益均衡原则促进双向平衡。 

4.3. 比例原则限度标准优化 

生态优先绝非不受限制的绝对优先，必须将比例原则的三重要求嵌入裁判全过程，划定原则适用的

边界，防止裁判走向极端化。 
一是适切性要求。法院作出的停工、整改、生态修复、拆除等裁判措施，必须能够切实防控生态风

险、修复生态损害，避免以罚款替代修复、纸面整改等形式化裁判。 
二是必要性要求。在能够实现同等生态保护效果的前提下，应当选择对市场主体权益损害最小的司

法手段。能够通过技术整改实现达标排放的，不责令企业全面停产；能够通过调整项目线路避让生态敏

感区的，不整体拆除在建项目。 
三是狭义比例要求，即损益均衡要求。生态保护的收益与裁判所带来的经济、社会成本应当总体均

衡，不得为保护微小的一般生态利益，而造成企业大规模亏损、大量人员失业等过度的社会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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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三阶裁判说理标准优化 

针对当前裁判说理空洞化的问题，应当建立三阶式的强制说理范式，要求所有援引生态优先原则的

裁判文书，必须完整完成三个层次的论证，缺一则构成论证瑕疵。 
第一层次是冲突识别论证。应当清晰地说明本案符合哪一项原则适用的触发条件，列明案件中相互

冲突的生态利益与经济、社会利益，阐明援引原则的规范依据与事实基础。 
第二层次是利益衡量论证。结合前述三级生态利益划分标准，对案涉利益进行等级划分与正当性评

判，依托鉴定意见、专家辅助人意见等科学证据，详细阐释生态利益得以优先保护的具体理由。 
第三层次是合比例性论证。结合比例原则论证裁判手段选择的合理性，对双方当事人的抗辩意见予

以回应，完整展现裁判的逻辑推导过程，消解公众对裁判裁量公正性的质疑。 

5. 生态优先司法适用标准落地的配套保障机制 

上述适用标准的落地，有赖于配套制度的协同支撑。结合当前环境司法的制度现状，可从司法专门

化、价值评估规范、案例指导制度与府院联动机制四个方面予以完善。 

5.1. 完善案例指导制度，统一全国裁判尺度 

统一裁判尺度离不开案例的指引作用。最高人民法院可专项发布生态优先原则适用的指导性案例与

典型案例，具象化呈现适用流程、利益衡量方法与说理范式。在此基础上，全面落实环资案件类案强制

检索制度，要求法官在援引生态优先原则前，必须检索同类生效裁判，以此约束自由裁量空间。待司法

实践积累足够经验后，可出台专项司法解释，将成熟的适用标准上升为正式的司法规则。 

5.2. 统一生态价值评估规范，完善专家辅助制度 

生态利益的量化评估是利益衡量的客观基础。建议由生态环境部与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制定全国统一

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生物多样性价值评估技术规范，将无形的生态公共利益转化为可量化、可比对的

评估指标，为利益衡量提供客观的数据支撑。同时，应当完善专家辅助人制度，适当降低专家出庭的门

槛，明确法院与当事人均可申请生态领域专家出庭就专业问题作出说明，破解生态司法专业性强、法官

科学认知不足的难题。 

5.3. 强化环境司法专门化建设，提升法官裁判能力 

深化环境司法专门化建设，是提升法官裁判能力的根本路径。应当持续推进环境资源案件集中归口

管辖制度，统一由专门的环资审判庭审理相关案件；常态化开展法官专项培训，内容涵盖法律原则适用

的司法方法、基础生态学知识与生态损害评估实务，补齐法官的专业能力短板；针对重大生态案件，建

立专家陪审员常态化参与机制，借助专业力量辅助法官进行利益衡量与生态风险判断。“环境司法专门

化不能仅停留在机构设置层面，必须同步推进法官专业素养培育，适配法典实施后的裁判新要求。”[12] 

5.4. 构建府院联动机制，实现事前事后全链条衔接 

生态优先的落实需要司法与行政的协同发力。应当搭建法院与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的信息共享平

台，互通生态红线区划、环评审批、环境监测等基础数据，实现行政执法与司法裁判的信息衔接。法院

在案件审理中发现的行政监管漏洞，应当及时出具司法建议，推动行政机关在项目审批的源头环节落实

生态优先要求。同时，协同推进生态修复方案的制定、实施与验收，打通生态优先从司法裁判到治理实

效的转化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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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语 

《生态环境法典》总则编对生态优先原则的确立，不仅实现了生态保护理念从政策宣示到法典基本

原则的规范转化，也意味着我国环境法治完成了从人类中心主义到兼顾生态内在价值的理念更新，是我

国环境法体系化、法典化进程中的重要标志。但法律原则的生命力不在于条文宣示，而在于规范、统一

的司法适用。当前我国环境司法中，生态优先原则的适用面临边界模糊、衡量失范、说理空洞、限度失

控等多重问题，其核心症结在于缺乏一套契合法典规范、可直接运用于审判实践的统一适用标准。 
本文基于《生态环境法典》的实定法规范，构建了四维递进的司法适用标准，明确了生态优先是具

有前置条件、区分利益层级、受比例原则约束、需完整说理支撑的顺位优先规则，厘清了“生态优先不

等于生态绝对至上”的核心命题，以期兼顾生态安全底线守护与市场经济合法发展的双重需求。当然，

本文构建的适用标准仍属于框架性探索，利益层级的划分与衡量规则仍需实践检验。随着《生态环境法

典》的全面施行，环境司法实践将不断涌现新型案件与裁判经验，未来可结合更多实践样本，进一步细

化利益衡量的量化规则，推动生态优先原则从抽象的法律价值，逐步转化为可预测、可统一、可规范的

司法裁判规则，以高质量的环境司法助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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